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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秦代地方行政文书运作形态之考察
———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赵 炳 清

［关键词］里耶秦简；行政文书；运作形态

［摘　要］里耶秦简中大部分是秦代地方的行政文书，为我们考察文书的运作形态提供了根据。从已经

公布的简牍来看，秦代文书的运作形态十分规范。撰写公文由专门的书佐承担，并且要在背面左下角以

“某手”的形式签署，此人即为始发公文的责任者。在中间每一步处理环节书写完毕都要紧接着处理意见

签写其责任者的名，同样是以“某手”的形式。公文在抄写副本时也要将这些署名照录。收到文书后由责

任者发阅，根据公文内容判断是否需要回复或转发。如果不需要，就直接在原简背面最左边写下收文记录

并署名“某手”。如果需要回复或转发，就要另制作一份抄件副本，将来文内容抄于其上，并且将原文件的

责任人署名照录于副本的同一位置，然后在背面左起第一行写下记录，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再把来文的原件

交给上级处理。在文书运作中，文书的性质也随着“传”“别书”而发生变化。对于“某手”的理解，不能简单

地认为是书写者的签名，而应是文书的责任人。

秦代郡县制在全国确立，行政文书（也可称公文）成为各级政府机构之间沟通信息的主要载体，由
于文献记载的缺失，我们对于秦代行政文书的传递、运作状况并不了解，多以汉简去推演。但近些年
来不断出现的秦简，特别是２００２年出土的里耶秦简，其中包含了大量行政文书，这就为我们解决上述
问题创造了条件。最初里耶秦简公布的简文只有三十余简①，学术界结合这批简牍对秦代文书的格
式、文书的传递以及文书制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意见②。但是，对于文书在
行政过程中的具体运作方面的研究尚十分薄弱。由于它是秦迁陵县处理行政事务的直接结果，所以
这批文书就告诉了我们：它们的产生、收发文的记录情况，文书回复的制作情况，不同行政部门对文书
的处理及应遵行的规范，处理后的文本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揭示秦代地方行
政运作机制，了解秦代的地方管理无疑提供了契机。目前，里耶秦简第一册已经整理出版③，公布了
第５层、第６层、第８层的材料和图版，而陈伟先生主编的《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④又对此作了很好
的释读，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进行。因此，本文拟全面系统地考察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运作形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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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

２００７年版。

关于运用里耶秦简研究秦汉文书制度的文章，主要有李学勤的《初读里耶秦简》（《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胡平生的《读里耶秦
简札记》（“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３日，又见其《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第十节“湘西里耶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王春芳、吴红松的《从里耶简看秦代文书和文书工作》（《大学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０５年第２期），高荣的《秦代的公
文记录》（《鲁东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３期），陈治国的《从里耶秦简看秦的公文制度》（《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卜宪
群的《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的文书问题》（《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６期），易桂花、刘俊男的《从出土简牍看秦汉时的行书制度》（《中
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９年第４期），吕静的《秦代行政文书管理形态之考察》（“简帛网”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２日）等。此外，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的《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还收有汪桂海的《从湘西里耶秦简看秦官文
书制度》，陈伟的《秦与汉初的文书传递系统》和日本学者藤田胜久的《里耶秦简与秦帝国的情报传达》。学者们对于秦代文
书研究多是着重于文书的格式，文书的传递与文书的管理方面，而对于文书在行政过程中的运作状况，除了卜宪群、汪桂海、
高荣先生的一些研究外，尚有空白之处。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１卷，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秦代基层政权的权力运作做初步的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文书的封检

秦代文书的封检，由于此前缺乏文献的记载和材料的实证，我们并不清楚，仅靠汉代的一些封检
去推测。而里耶秦简中有一些封检和封泥匣，为我们揭示了秦代文书封检的形态。

　　Ｊ１［６］２：迁陵以邮行

洞庭①

此简是一枚“封检”，即文书传递时覆于文书之上起保密作用的封面，通常书写有文书的起讫地点
及传递方式。其功能类似于现在的信封。有时在文书的下面还覆有一枚简，称之为“函”。实际上，在
纸质书信出现以前，我们就可以视其为简牍的信封。
日安的《里耶识小》指出：“此简分两行书写，以邮行下有大段空白，所以‘迁陵以邮行’与后面的

‘洞庭’能否连读当是疑问。”②文章认为迁陵应是目的地，而洞庭是始发地，并列举汉简材料加以引
证。如《居延新简》Ｅ．Ｐ．Ｔ５３：８６“居延甲渠侯官以邮行”。《居延汉简释文合校》７４．４“张掖都尉章。肩
水侯以邮行。九月庚午府卒孙意以来”。这些材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以邮行”之前书写一个
地名，在其左边另起一行书写另一个地名。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另一批里耶出土的封泥匣上：

　　　　Ｊ１－１６９：轵以邮行
河内

Ｊ１［７］１：迁陵以邮行

洞庭

Ｊ１［７］４：迁陵以邮行

洞庭

Ｊ１［７］５：洞庭泰守府尉

曹发，以邮行

这其中Ｊ１［７］５有些特殊，在“以邮行”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名，而是注明了开阅文书的机构，即“洞
庭泰守府尉曹”，这显然是文书的目的地。可见另外几枚中在“以邮行”前书写的均应是目的地，而且
仔细观察还会发现Ｊ１［７］１的“洞庭”并不是顶格写，而是还留有空白，再联系到“以邮行”下面的空白，
基本可以认为“以邮行”与“洞庭”不能连读，并且“洞庭”二字颇有些落款署名的意味③。因此，日安的
推论比较准确。但是里耶出土的这批封检和居延汉简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居延简上有某某印或某
某章的字样，而里耶简上只有一个地名作为始发地点标识，并没有印章的记载。可能因为此简是原
件，而能表明何种印章的封泥已经在折封时与其分离，所以我们没有见到。
在新公布的材料中，有发书以印的记载：
　　５－２２：狱东曹书一封，丞印，诣无阳④。

８－３７５：司空曹书一封，丞印，诣零阳⑤。

８－４５３：尉曹书三封，令印　其一诣销　一丹阳　一□陵⑥

８－４７５：书一封，迁陵丞印，诣启陵乡⑦。

又据岳麓秦简１１６２号简记载：“令曰：书当以邮行，为检，令高可以旁见印章，坚约之，书检上应
署，令□负以疾走。不从令，赀一甲。”⑧可见，秦代“以邮行”的文书，也必须在封检上署有印章，以和
封泥上印章相互对照，增加文书往来的严密性。这种制度为汉所继承。
湖北荆州高台１８号墓出土了一组木牍⑨，Ｍ１８：３５甲至丁，共四方，由上而下叠放在一起。

Ｍ１８：３５－甲：
　　安都

江陵丞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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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后文简牍讨论中带有

Ｊ１的简文皆出于此，不再出注。

日安：《里耶识小》，“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日。

但发掘者和报告的整理者却将其连读为“迁陵以邮行洞庭”，认为是书写的始发地点和发往地点，显然是以为由迁陵发往洞
庭的。如此，则与我们的意见正好相反。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３年第

１期；又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第１８０页。范毓周也持此种看法，见其《关于湖南龙山里耶出土秦代
简牍邮书检的几个问题》（载“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５日）。

⑤⑥⑦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１卷，第１３、１４０、１５２、１６２页。

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行书律令初探》，《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Ｍ１８：３５－乙：
　　正面：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中乡起敢言之：新安大女燕自言，与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谒告安都受［名］

数，书到为报，敢言之。

十月庚子，江陵龙氏丞敬移安都丞。　亭手
背面：产手

Ｍ１８：３５－丙：
　　新安户人大女燕，关内侯寡。

大奴甲，大奴乙，大婢妨。　　家优，不筭（算）不顾。

李学勤先生说 Ｍ１８：３５甲就是和里耶Ｊ１［６］２一样的封检，并说这是文书的副本。正因为是副本，所
以原应钤在封泥上的“江陵丞印”字样被直接抄定在了封检上①。这样理解看似合理，但有一点是应
该注意到的，这份文书里由江陵方面出具的由燕随身携带准备交给迁徙的目的地安都的凭证。若分
正、副文本，那么这理应是一件正本，而副本应该在江陵留作存档，里耶秦简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由此可见，秦代文书的封检制度是非常严密的，虽然在实物上我们还没有见到署有印章的封检，

但从制度的规定性和简文的记载来看，这项政策应该是得到执行的。

二　文书的收发转批记录与特点

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行书律》中有对文书收发记录的规定，其文曰：“行传书，受书，必书其
起及到日月夙暮，以辄相报也。”②然而此前我们并没有见到过秦代的档案文书，而如今里耶秦简中大
量的档案文书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收发记录的内容和特点，并加深对此条律文的理解。

　　Ｊ１［８］１５４正面：卅三年二月壬寅朔（朔）日，迁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曰：恒以朔日上所买徒隶数，问之毋当令
者。敢言之。

背面：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邮人得行。　　圂手

本简是迁陵上书洞庭郡的文书，根据洞庭郡的命令，要求各县每月初一上报所买奴隶的数目。
岳麓秦简１１７３中有“恒署书皆以邮行”③的规定。这里迁陵县所上文书应该就是属于这种“恒署
书”，因此迁陵的守丞照章办事不敢怠慢，于当月初一准时上报，由“水十一刻（刻）下二”可知，这件文
书一大早就被邮人送出。这是秦代地方政府在日常政务中再普通不过的公文往来了，可它还是给我
们提供了一些关于当时公文运作的信息。通过图版我们可以发现文书正背面的笔迹明显不同，背面
的文字全都书写在最左边一行，并且“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邮人得行”与下面的“圂手”间有明
显的差异，而“圂手”与正面的文字却很相似。这些迹象告诉我们，正面和背面是由不同的书写者完成
的。正面的正文部分是由“圂”先完成的，然后在文书送出时由另一人在背面记录下发送时间及送信
人等信息。这本该送往洞庭的文书为什么出现在了迁陵，最恰当的解释就是文书在制作时同时书写
了两份，一份发出，一份存档，现在所见到的是留在迁陵作为存档的抄件。发文时在留作存档的这份
上记录下了“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邮人得行”的信息，而送走的那一份是否也有这样的记载
呢？

　　Ｊ１［９］９８４正面：廿八年八月戊辰朔丁丑，酉阳守丞□敢告迁陵丞主：亭里士五顺小妾□余有律，事□□□□
迁口令史可听书从事，□□□。八月甲午迁陵拔谓都
背面：乡啬夫：以律令从事。朝手。即走印行都乡。八月壬辰水下八刻，隶妾以来。□手　　　□手

这是酉阳发到迁陵来的一件收文批转的文书，事关亭里士伍顺的小妾。大概此事属于迁陵的都乡管
辖，所以迁陵拔在收到此文书后又转给了都乡。虽然由于简文模糊，我们对事情的具体内容难以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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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释文，第６１页。

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掌握，但这些事的处理过程还是清晰可见的。文书是八月十日在酉阳成文的①，八月二十三日到达迁
陵，八月二十七日再由迁陵拔批转给了都乡啬夫。在这份文书上出现了“即走印行都乡”及“八月壬辰
水下八刻，隶妾以来”两处发收记录，都是出现在迁陵的，但不见从酉阳发出时的记录。“即走印行都
乡”是与Ｊ１［８］１５４简中“邮人得行”同一性质的发送记录。因此，与Ｊ１［８］１５４互相参照，基本可以看
出在发文的时候只是在存档的抄件上书写发送记录，作为本方的备案，发送给对方的文书上则没有这
种记录。而“八月壬辰水下八刻，隶妾以来”这样的收文记录，就应该是迁陵县廷在收到酉阳发来文书
后的记载了。
在里耶秦简中，“某某以某行”之类是发文记录，如“邮人得行”“守府快行”“隶臣某行”“疾走印行”

等。而收文记录一般是“某某以来”，如“守府快以来”“佐某以来”“隶妾某以来”等。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秦代地方公文运作的一些特点：所有文书都要有一份抄件作为存档，发文时

要在抄件上书写发送记录，收文时要在发来文书上书写收文记录。当文书需要转发时则需再抄一份，
将转发的时间也记录备案。
同时，我们还可以据此来讨论秦代行政文书的书写规范。从上举两例文书来看，首先，准确的时

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在文书制作时，要写明年、月、日及月份的朔日，而在文书的发收时，更要记明
日期时刻。其次，是对文书发送或收到时的状况做记录。即在发送时，是以什么方式传送的②，是“邮
人得行”还是“隶臣某行”等；而在收件时，是邮人送来的还是某人送来的。再次，是对文书的制作者和
文书收发时的记录者都要记录。一般情况下，文书最后一个的“某手”是文书正文的制作者③；在某一
条记录后的“某手”，一般是这条记录的书写者。当然，有时候某条记录的书写者也会没有写上自己的
名字。如Ｊ１［８］１５４“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邮人得行”的记录者就是如此。最后，是文书中针
对不同的对象有一些固定的书写结构。发上级的文书，在开头和结尾都用“敢言之”的固定结构，即使
是文书内容很少，如Ｊ１［１６］６背面“三月戊午，迁陵丞欧敢言之：写上。敢言之”这样只有“写上”的内
容，也要使用这种格式。对于同级机构的发文或回文，则使用“敢告”这样的固定结构。无论是如Ｊ１
［８］１５８和Ｊ１［９］９８４这样的迁陵守丞与酉阳守丞之间的文书往来，还是如Ｊ１［１６］６背面“三月庚戌，迁
陵守丞敦狐敢告尉”这样的迁陵县廷内守丞与县尉之间的文书往来，都用“敢告”的恒语。但对于下级
机构的发文或回文，却没有固定的结构，用语很随便，不像前面两级机构这样严格，如“谓”“告”“下”
等。因此，通过文书中的用语结构，我们就可知文书的收发对象。

三　文书回复的制作

由上可见，对于发出文书的制作，我们一般是比较清楚的，即明确文书制作时间、发送对象、发送
内容。同时，在制作正本时录制一份副本，记录下正本的发送时间和方式及文书的制作者。这在里耶
公文里一般是一事一简，简的正面书写正文，背面一般书写发送的时间和方式及文书的制作者。对于
收到的文书，一般在收文简的背面记录收到的时间和方式以及撤阅人和记录者。至于收到的文书需

·８·

①

②

③

这里只能说是成文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只是官员书写这件文书的时间，而不是发出时间，具体发出的时间我们在这份收到的
文书上没有看到，因为它写在了当地存档的那份文书上面，而有的时侯文书并不是在官员书写当天即被发出，如Ｊ１［８］１５７
的“正月戊寅朔丁酉迁陵丞昌郄之启陵……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这件文书是在第二天才发出去的。因此，为了表述上
的严谨，对于文书形成的时间我们只能称为成文时间。

对于秦代的文书传递方式，李学勤先生认为主要有两种，一是“以邮行”，有专门的邮人传送，属于紧急文书；一是“以次行”，

即在各县依次传递，属于平常文书。见氏著：《初读里耶秦简》，《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有学者认为还有“轻足行”，指距离较
近步行传递文书，见陈治国：《从里耶秦简看秦的公文制度》，《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期；也见易桂花、刘俊男：《从出土简
牍看秦汉时的行书制度》，《中国历史文物》２００９年第４期。其实，高敏先生对秦汉文书的传递有深入的研究，见其《秦汉邮传
制度考略》，《历史研究》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参见高荣：《秦代的公文记录》，《鲁东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３期；邢义田：《湖南龙山里耶Ｊ１（８）１５７和Ｊ１（９）１－１２号秦牍的文书
构成、笔迹和原档存放形式》，《简帛》第１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但胡平生先生通过对Ｊ１［８］１５７阅读顺序的清理，

认为简文最后的“壬手”是简文中最后一条记录的经手者（见其《读里耶秦简札记》，“简帛研究”网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３日，又见
其《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第十节“湘西里耶秦简”）。其实，此简的运作流程十分复杂，我们后文要讨论。但通过里耶秦
简的逐简研究，我们还是倾向于在一般情况下，简文最后的“某手”应是文书正文的制作者。



要回复，则是要另用新简。我们来看一下。
　　Ｊ１［９］９８１正面：卅年九月丙辰朔己巳，田官守敬敢言之：廷曰：“令居赀目取船，弗予，谩曰亡。（亡）不定言

论，及敻问不亡，定谩者訾，遣诣廷。”问之船亡，审沤枲乃甲寅夜水多，沤流包（浮）船，（船）繋绝，亡。求未得。此

以未定。史逐将作者汜中。具志已前上，遣佐壬操副诣廷。敢言之。”

背面：九月庚午旦，佐壬以来。／扁发　　　　　　壬手

通过这件公文我们可推知，迁陵县廷此前应该是向田官发过一件内容为派人取船的公文，可田官守敬
并没有用原件文书回复，而是又重新做了一件，在文中他先是引述了县廷来文的相关内容，然后再陈
述自己对此事的处理情况。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Ｊ１［８］１５２中：
　　正面：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少内守是敢言之：廷下御史书，举事可为恒程者，洞庭上帬（裙）直，书到言。

今书已到。敢言之。”

背面：四月甲寅日中，佐处以来／欣发　　　　处手

这是一件回复给迁陵县廷的公文，有幸的是我们还见到了它所发出公文在县廷的存档，Ｊ１［８］１５６：“四
月丙午朔癸丑，迁陵守丞色下少内，谨案致之：书到言，署金布发。它如律令。／欣手／四月癸丑水十一
二刻（刻）下五，守府快行少内。”这两枚简的内容构成了一次完整的公文往来。先是迁陵丞四月八日
向少内发文，要求“书到言”，也就是收到文书后回复，然后少内守在第二天就收到了这件文书，随即向
县廷回复，告知收到了文书。从Ｊ１［８］１５６可知，在少内必然有一件从县廷发来与其内容相同的公文，
可是少内守并没有接在原公文后面做回复，而是单独使用一枚简。虽然没有使用原来的公文，但少内
守在回复的文中引述了原公文的主要内容，然后做了答复，“今书已到”。
从上两简来看，文书的回复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文书所问的事情进行回答，如Ｊ１［９］

９８１；二是告诉发文方已经收到了文书，如Ｊ１［８］１５２。因此，在文书回复制作时，必须要另用新简，不
能在原文书上作答，因为原文书要作存档之用。同时，还必须将原文书的主要内容引述出来，以便让
对方知道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不然，在案牍繁杂的情形下，对方会不知所云。
一般情况下，要求做出回答的文书都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发文机构没有收到文书的回复，不管时

间多久，还可以继续发文追问，直到收到答复为止。如：
　　Ｊ１［９］１正面：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腾敢言之：阳陵宜居士五（伍）毋死有赀余钱八千六十四。毋死戍

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今为钱校券一，上谒言洞庭尉，令毋死署所县责以受（授）阳陵司空，（司空）不名计，问

何县官，计年为报。已訾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报署主责发。敢言之。

四月己酉阳陵守丞厨敢言之：写上，谒报，（报）署金布发。敢言之。儋手

背面：卅四年六月甲午朔戊午，阳陵守庆敢言之：未报，谒追。敢言之。堪手。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叚（假）尉觿谓迁陵丞：阳陵卒署迁陵，其以律令从事，报之，当腾（腾）。嘉手。

以洞庭司马印行事。　　敬手

这是一件阳陵县司空腾写给阳陵县守丞厨的文书，要求洞庭郡尉追查毋死在洞庭郡何县服役，以便将
其资产偿还其在阳陵欠下的债务。阳陵守丞厨同意了腾的请求，并将这件文书转发到了洞庭郡尉处，
要求进行回复。过了一年多，阳陵县代理县令庆见还没有回复，再次发文进行追问。又过了十个月，
洞庭郡代理郡尉觿发文迁陵县丞，要求对毋死以律令从事，对阳陵发文进行回复。在睡虎地秦简《行
书律》中有“书廷辟有曰报，宜到不来者，追之”①的规定。可见，秦代对回复文书的重视程度。

·９·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６１页。



四　文书运作中性质的转变

关于里耶秦简行政文书的性质，学术界多有讨论①。其实，从文书的收发记录来考察，我们认为
只有发文记录的，一般是副本，没有进入文书传递过程；只有收文记录的，一般是正本，进入了文书传
递过程。而既有收文记录，又有发文记录的，则文书性质比较复杂，应从文书运作中的历程来具体地
分析，并不能简单的以正本、副本或抄件来确定。因为经过不同的对象处理后，文书的性质会发生变
化。下面我们就以Ｊ１［１６］６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Ｊ１［１６］６正面：□二□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叚（假）卒史谷、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

先悉行城旦春、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

传者多节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桀、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殴（也）

不欲兴黔首。嘉、谷、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

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史泰守府。嘉、谷、

尉在所县上书。嘉、谷、尉令人日夜端行，它如律令。

背面：三月庚戌，迁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乡司空、仓主，听书从事。尉别书都乡司空，（司空）传仓；都乡别启

陵、贰春，皆勿留□脱。它如律令。∕扣手　庚戌水下□刻，走裙行尉。

三月戊午，迁陵丞欧敢言之：写上。敢言之。扣手　己未旦令史犯行。□三□月戊申夕，士五（伍）巫下里闻令以

来。∕庆手　如手

这件文书由洞庭郡于二月庚寅发往迁陵县，在三月戊申到达迁陵县。次日庚戌由迁陵守丞敦狐
做出了明确的批示，对于文书在本县的运作流程进行了一系列的安排。完成文书的命令事项后，于三
月戊午由迁陵丞欧回复，次日己未发出。由于此件“兴徭”文书是紧急文书，传递时要求“日夜端行”，
完成后，可慢行，故于次日送呈。从迁陵守丞敦狐的安排来看，这件文书的内容先告知尉，然后由尉告
知乡的司空和仓主。具体做法为：将此文书发送给尉，尉再发送给都乡司空，都乡司空传递给仓。然
后由都乡发送给启陵、贰春两乡各一份。迁陵守丞在这一系列的处理过程中，使用的两个词语是需要
我们格外注意的，它们是“别书”和“传”。辨明这个两个词的含义有助于我们了解文书在不同部门的
处理方式以及传送轨迹，而确定文书的传送轨迹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书的属性。
这两个词虽然关键，但其含义并不难理解。别，分别。《礼记·乐记》：“好恶著，则贤不肖别

矣。”②《荀子·君道》：“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③引申为分出，如《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
沱。”④据此，“别书”应该理解为别外抄写一份文书发送。传，移。《礼记·内则》：“父母、舅姑之衣、
衾、簟、席、枕、几不传。”郑玄注：“传，移也。”⑤这样我们可以把“传”理解为把文书本身发送出去。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再重新梳理一下这件文书在迁陵县的运作过程。
“迁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乡司空、仓主，听书从事。”此句首先表明文书要下达的机关，包括县尉

及各乡的司空和仓主。然后规定了具体的传递方式。“尉别书都乡司空”就是说县尉负责向都乡司空
传递文书，通过“别书”可知，这次发传需要另抄送一份，原件是要留存县尉处的。接下来是“（司空）传

·０１·

①

②

③

④

在里耶秦简公布之初，李学勤先生认为其“是秦迁陵县的官署档案，其中政府之间往来文书的原件及其副本占了相当比例”
（见氏著：《初读里耶秦简》，《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胡平生先生认为是“县廷的文书及副本”（见氏著：《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
研究》，第３０６页）；邢义田先生认为这批文书中，有“正本、副本和底本”的差别（见其《湖南龙山里耶Ｊ１（８）１５７和Ｊ１（９）１－１２
号秦牍的文书构成、笔迹和原档存放形式》，《简帛》第１辑）；报告的整理者也认为是“正本与副本”（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编：《里耶发掘报告》，第２１５页）。以上为学界的主流看法，意见大体一致。但刘瑞先生从一件木牍的数件文书是同类相
关事件的组合来看，认为是“整理抄写完成的公文书的辑汇本”，即专门对相关公文进行整理的人员将相关公文抄写在一牍
上的汇集（见其《里耶古井Ｊ１和秦代木牍零拾》，《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３年５月３０日，第５版）。日本藤田胜久先生也主张这些
文书“不是供传递的下行或上行文书的实物”（见其《里耶秦简与秦帝国的情报传达》，“里耶秦简国际讨论会”会议论文）。吕
静先生则认为里耶秦简文书分为“一事一文一牍”、“一事多文一牍”两种类型，“一事一文一牍”形式的文书进入行政传递流
程，而“一事多文一牍”的文书，是为了翻检查阅和存档备案之用所制作的档案文书（见其《秦代行政文书管理形态之考察》，
“简帛网”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２日）。

⑤　《礼记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６５、９７２页。

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３９页。
《尚书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９４页。



仓”，这里用的是“传”，也就是都乡司空要将县尉发来的那份文书原件直接发送到仓。“都乡别启陵、
贰春”，因为都乡是县廷驻地所在乡，所以文书先在都乡传阅，然后再发送到县的两个离邑乡启陵和贰
春。这里又用到了“别”，那么县尉抄送的那一份就留到了仓，发往启陵和贰春的则是在仓又抄录的。
由文书在都乡的传递顺序我们可以知道，文书在这两个乡也应依次传递给司空和仓主。这样，文书在
迁陵县传递的全部过程就完成了。每一步都是按照迁陵守丞的指示在进行，并且文书的属性也在各
个部门中发生着转变，有时是正本有时是副本。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发送公文都要留有一份存
档备案，也就是说同一件文书最起码要保证发送部门和接收部门各持一份，这就出现了正本与副本的
区别。这批出土的文书大多为副本，但也有正本，这需要我们仔细鉴别。正如邢义田先生所言：自发
或收文者角度视之，所谓正副又可有所不同。自发文者角度看，发出者可有正有副，但收文者未尝不
可将收到的公文书一律视为正本，如果依所书，再复写抄送到相关单位，正本又可以变为副本①。
守丞敦狐将洞庭郡发来的文书传送给了县尉，抄录一份做副本，后来又将上呈洞庭郡的文书抄录

在此副本内，这就是我们看到的Ｊ１［１６］６文书。县尉将守丞发来的文书另抄一份发送给都乡司空，那
么在县尉处，文书的正本就自然作为存档，而司空则是将县尉发来的那份副本又传递给了仓主。当
然，仓主也应将收到的文书视为正本，像尉一样将这件正本作为存档，然后又别书二封副本分别发送
给了启陵、贰春两乡。二乡的司空、仓主则将传来的副本视为正本保存。
为了总结规律，我们可以把文书的运作过程转换成以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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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中，平直的箭头表示直接传递，曲折的箭头表示别书抄送。每一层代表使用同一件文书传
递，其中第３层是两件文书分别在两个乡平行传递。
通过上图我们发现，平直箭头连接的两个部门正好是平级的关系，例如同属于县府机关的守丞和

县尉；同属于乡府机关的司空和仓主。而曲折箭头连接的要么是上下级关系，如县尉和都乡司空，要
么是平级但不是一个系统，如都乡仓主和启陵乡司空。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秦代公文在传阅时有两种运作方式，即为直接传递和别

书抄送。一般情况下，在平级机构中相互传递的文书，即用文书正本直接传递，文书正本在最后的平
级机构留作存档，其他平级机构以抄录的副本作留存。据学者研究，秦代公文传递一种是“以邮行”，
由邮人专门传递，属紧急公文；一种是“以次行”，即在各县之间依次传递，由近至远，传至最远的县②。
这种“以次行”的形式，传递的应该是文书的正本，而各县留存的应是抄录的副本。别书抄送一般是在
需要留存文件正本时，抄送的是文件副本。这种情况多是发生在紧急文件需要同时传送多个地方的
运作上。如果按“以次行”来传阅文件正本，则误事。所以，就需要抄送多件副本分别传送。从本档文
件来看，应是县尉同时别书都乡、启陵、贰春三乡。但由于都乡为县廷之所在，故县尉只别书了都乡，
再由都乡别书启陵、贰春。在云梦睡虎地秦简《语书》中有“以次传。别书江陵布，以邮行”③的记载，
可以看出江陵在秦南郡中具有重要地位，需要单独抄录一份副本，由邮人传递，而文件正本则在各县
之间依次传递。由此可见，文书在运作过程中，其性质是多变的。一般情况下，“传”多是文书正本，
“别书”则为文书副本。

·１１·

①

②

③

邢义田先生所言见前揭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第２１５页。

参见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陈伟：《秦与汉初的文书传递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里
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第１５０～１５７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１３页。



五　文书中的“某手”与运作规范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对公文的收发、回复及书写规范有了一定认识，可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涉
及，那就是处理这些公文的人员。在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名，有的是配以职官名称，有的是以
“某手”“某发”形式出现。正是这些基层的官吏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日常往来的大量公文，共同支撑起
了秦代地方行政运作体系。了解这些人处理公文的程序，如何划分职责，可以使我们看到当时公文运

!"#$%"&’! !"#$%"&’" !"#$%"&$!

作流程的真实面貌。下面我们结合几枚简来考察一下。
这批里耶的公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件文书的一

段末尾会有一个人的签署，即“某手”。李学勤先生认为：
“文书中签写‘某手’的人是具体负责写抄、收发文书等事
的吏员。”①也就是说官员不直接撰写公文，具体撰写公
文的是那些签以“某手”的书佐。因此，我们就把目光重
点放到这些签写“某手”的公文执笔者上来。
通过《简报》发表的图版，我们发现很多公文的背面

左下角都有一个“某手”的署名。邢义田先生曾撰文论证
这个人就是正面文书的书写者②。我们同意这种观点，
但是里耶简所反映出的当时的公文运作流程非常复杂，
有原件和抄件，正本和副本等区别，因此我们现在所见到
的这些简并不能一概地说都是由简背左下角署名者所写

的。
我们来看Ｊ１［８］１５７。这枚简背面有一“壬手”字样，

按邢先生所说，壬就是书写正面内容的抄手，并且“壬手”
二字的笔迹无论是从运笔用墨还是从字形上看都非常相

似，相信每位看过图版的人都会同意这是出于同一人的
手笔。但这真的是“壬”书写的吗？Ｊ１［９］９８１中也出现
了“壬手”，但两简的笔迹我们一看便知绝非同一人所写。

Ｊ１［９］９８１是三十年九月所写，Ｊ１［８］１５７是三十二年正月
所写。两简前后相差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并且都属于迁
陵县，Ｊ１［８］１５７中的“壬”是启陵乡人，Ｊ１［９］９８１中的
“壬”也是某乡田官的佐，很可能就是启陵乡。在这样有
限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出现重名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说
这两个“壬”应该就是同一个人。同一人的书写笔迹不至
于有这样大的差异，而且Ｊ１［９］９８１应该是一份公文的原
件，因为它只是田官上书县廷汇报工作的公文，到了迁陵
县廷后只是作了签收记录，没有回复或转发等后续处理
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将来文的原件直接作为存
档，不需要抄写。而Ｊ１［８］１５７是一枚收文回复后留在迁
陵的存档文件，其处理流程较之Ｊ１［９］９８１复杂，其间可
能产生传抄。这样的话，我们更倾向于Ｊ１［９］９８１上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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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邢义田：《湖南龙山里耶Ｊ１（８）１５７和Ｊ１（９）１－１２号秦牍的文书构成、笔迹和原档存放形式》，《简帛》第１辑。后文中邢先生所
论，皆见于此，不再出注。



字是“壬”的真迹。那么Ｊ１［８］１５７是何人所抄写呢？通过细审图版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欣喜的现
象：Ｊ１［８］１５８正面的文字和Ｊ１［８］１５７是同一人所写。

我们先看Ｊ１［８］１５７，其实这枚简的两面也是由同一人所写。通过对比写在两处不同的字词我们
可以很直观地发现这一点，例如“正月戊寅朔”“启陵”“除”“成”“尉”等字，虽大小和用墨有些不同，这
可能是因为不是同一次书写所至，但看他的字体均如出一辙，并且从全文来看，正面和背面的字迹都
是呈左上到右下倾斜的一种形态。这样我们基本可以认定Ｊ１［８］１５７的两面均出自同一人之手。有
了这一点认识后，我们再来观察Ｊ１［８］１５８，其字形也是左上向右下倾斜，“卅二年四月”“朔””“迁陵”
“守丞”等字和Ｊ１［８］１５７中对应的字也非常相似，并且两简都出现了“欣”这个人的签名。Ｊ１［８］１５８
的情况同Ｊ１［９］９８１有些类似，在简文中也是没有更多的处理程序，它只是一件始发公文的抄件，并且
只有“欣手”一处署名，因此它应该就是“欣”亲手所写。这样，我们就可以间接的证实Ｊ１［８］１５７的书
写者也是“欣”。由于“欣”供职于迁陵县廷，所以这枚简就应该是在县廷抄写的一件副本，“壬手”自然
就是“欣”在抄写时照录下来的了，可见当时公文管理的严密，与本件公文有关的每位责任人都要记录
备案。另一位参与者“气”的情况也如此，虽然有“气手”的签署字样，但这只是“欣”的抄录并非“气”的
原迹，“气”也并不是这枚简的书写者。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枚简的全部处理流程。

启陵乡夫向迁陵县请示关于成和匄两人的任命一事，请示的公文送达迁陵后由欣发阅。由于此
事需要回复，那么县廷应该留一份存档，所以欣在看过之后没有在原简上记载签收记录，而是另选一
枚新简记下签收记录并将原简内容抄录于此，原文的书写者也在相同的位置一并记下。欣在制作副
本后才将来文的原件交给上级处理，包括令、尉在内的决策层以及主管文书工作的丞在经过某种形式
的商讨后形成处理意见，然后以丞昌的名义向启陵复文，由气执笔将处理意见书写成复文。至此，公
文的回复文本已经成形。但这件公文并不能马上发出，因为此事是如何处理的在本部门也要备案。

这样，回复公文又被交到了欣的手里，他将上级回复的内容也抄录在了先前制作好的副本上面，这时
公文就可以发出了。最后一步就是将公文发出时间及送信人也记录在副本之上。这就形成了我们现
在所见到的这枚简的全部内容。

在此事中，欣负责收发与档案制作，气担任县丞的秘书承担公文的缮写，分工明确。但我们并不
能说这些就是他们的固有职责，有时候他们的角色也是会转变的。例如，在同年四月的Ｊ１［８］１５６和

Ｊ１［８］１５８中欣做的是与Ｊ１［８］１５７中气类似的守丞秘书的工作，而在Ｊ１［８］１５２中又成了收发人员。

所以说他们的职责并没有明确的区分，都是供职于县廷的书佐，当处理一件公务时往往是临时承担某
一个环节的工作，下一次可能又有不同。由此可见，当时的官署似乎没有设置像今天这样专职收发的
部门，有关公文处理的各项具体工作都是由像欣、气这样的书佐群体来共同承担的。

在经过前面一系列的分析之后，我们来对秦代公文运作中的一些规范做以下归纳。

１．撰写公文由专门的书佐承担，并且要在背面左下角以“某手”的形式签署，此人即为始发公文的
责任者。在中间每一步处理环节书写完毕都要紧接着处理意见签写其责任者的名，同样是以“某手”

形式。公文在抄写副本时也要将这些署名照录。

２．收到文书后由责任者发阅，根据公文内容判断是否需要回复或转发。如果不需要，就直接在原
简背面最左边写下收文记录，某时某刻由谁送来，紧着在下面署名“某手”或“某发”，然后交给上级或
存档。如果需要回复或转发，就要另制作一份抄件，将来文内容抄于其上，并且将原文件的书佐署名
照录于抄件的同一位置，然后在背面左起第一行写下记录，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再把来文的原件交给上
级处理或存档。

３．发送公文要记录发送信息，收到公文要记录签收信息。这种记录只写在己方作为存档的文本
上，不会出现在发出的公文上面。也就是说，只要看见公文上出现这种记录，我们就可以视其为存档
文书，不再进入流通环节了。因为收发记录不属于公文正文的必备要素，它是为本部门档案管理工作
服务的，所以没有必要记录在让对方看到的公文发送件上面。收发记录也可以作为判断公文属性的
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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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关于Ｊ１［９］１－１２简文书运作的讨论

有了以上的研究基础，我们可以试对本次发表的比重最大，也是内容结构最复杂的第９层的那批

１２件讨债公文进行分析。这批简是专为追讨１２个人的债务所发，每人一简，结构基本相同。现举一
例如下。

　　Ｊ１［９］１正面：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腾敢言之：阳陵宜居士五（伍）毋死有赀余钱八千六十四。毋死戍

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今为钱校券一上谒，言洞庭尉令毋死署所县责以受（授）阳陵司空，（司空）不名计，问何

县官，计年为报。已訾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报署主责发，敢言之。

四月己酉阳陵守丞厨敢言之，写上谒报，（报）署金布发，敢言之。儋手

背面：卅四年六月甲午朔戊午，阳陵守庆敢言之，未报谒追，敢言之。堪手。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叚（假）尉觿谓迁陵丞：阳陵卒署迁陵，其以律令从事，报之，当腾（腾）。嘉手。

以洞庭司马印行事。　　敬手

其运作流程涉及阳陵县、洞庭郡、迁陵县三地多个部门及多名行政人员。邢义田先生通过文书构
成和笔迹等方面对这批公文作了详细的考察。他认为Ｊ１［９］２、４、５、６、８、９、１１七简正面的笔迹相同，
应为一人所写；儋手与堪手的笔迹相同，常一起出现；Ｊ１［９］１、１０两简笔迹相同，虽署儋手，但与上七
简笔迹不同，应不是儋手所写。又认为现在见到的这批文书是迁陵县的抄件，其十二简三十三年、三
十四年的主体部分由敬抄写，三十五年的那一部分是由嘉将三十四年存档的底本找出补抄而成。而
王焕林先生则认为此十二件木牍全部出自同一人之手，即最后结尾处“统一出现在木牍左下角最底端
的‘敬手’，必然就是迁陵县书佐的署名”①。
对于邢先生的观点，我们赞同其笔迹比对部分的结论，而其后的推论，我们认为，他忽略了一个事

实，那就是阳陵县发出的公文必经洞庭郡的批示才会到达迁陵县。因为文中明确说，这批公文是上谒
洞庭郡尉的，而且阳陵方面“不知何县署”。试想在这种情况下，公文如果没有洞庭郡在三十五年四月
初七所做的批转处理，怎么会先行出现在迁陵县呢？所以公文都还没有送来，迁陵县的所谓三十四年
制作的底本也就无从谈起了。另外，邢先生还认为这些公文不是原件而是迁陵县的抄件的理由，就是
如果是原件将很难解释三十三年三、四月发生的事，为何到三十四年八月经一年多才处理。其实这是
很好理解的，由于这些公文从阳陵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所以在三十四年的时候才由阳陵县时任
的主管人再次发文追问。
从Ｊ１［９］１－１２的记录来看，阳陵县司空腾的报告主要分为两个时间段，一个是三十三年三月丁酉

（二十七）和戊戌（二十八）这两天，发送了２、３、９、１１四简；一个是三十三年四月丙午（初六）和戊申（初
八）这两天，发送了１、４、５、６、７、８、１０、１２八简。而转发洞庭郡尉的阳陵守丞也是分两个时间段处理
的，一是三十三年四月壬寅（初二）这天，由守丞恬转发２、３、９、１１四简；一个时间段是三十三年四月戊
申（初八）由守丞厨处理８号简，己酉（初九）由守丞厨处理１、４、５、７、１０、１２六简，庚戌（初十）由守丞买
处理６号简。因此，这１２件公文在阳陵并不是同一天发出，而是分两批或几批发出的。再从简文来
看，阳陵县在三十四年六月戊午（二十五）追问１号简，六月壬戌（二十九）追问１０号简，七月辛卯（二
十八）追问３、１２两简，八月癸巳（初一）追问２、５、６、７、８、９、１１七简，八月甲午（初二）追问４号简。从
追问的情况来看，可能是阳陵县清理存档时陆续发现洞庭郡没有回复而追问的。而洞庭郡则把这十
二档公文全部在三十五年四月乙丑（初七）这一天做出处理，由洞庭郡假尉觿转批给迁陵县丞，叫其按
律令行事，对阳陵的发文进行回复。经过这样的梳理，我们就应该将其理解为是在洞庭郡的一次集中
清理未处理公文，而非在迁陵县的一次集中补抄了。
我们也对笔迹进行了比对，觉得邢先生所言的Ｊ１［９］２、４、５、６、８、９、１１七简正面应为同一人所写，

甚是。而Ｊ１［９］１、１０两简正面为另一人所写，则是值得商榷的。从两件文书三十三年完成的文字来
看，应是同一人所写，而三十四年完成的文字则为两人笔迹。对于邢先生没有言及的Ｊ１［９］３、１２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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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焕林：《里耶秦简文字书法论略》，《中国书法》２００５年第９期。



简，我们比对后，认为两简正面笔迹相同，为一人所写。如此，这十二简可以为四组，分别为不同的人
所抄写。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三十三年阳陵县守丞发文到洞庭郡尉处，应是留有存档的副本的。四月
二日由守丞恬处理的是Ｊ１［９］２、３、９、１１四简，除１１号简没署名外，其他三简都有“堪手”，应当是由堪
抄写而存档的。四月八、九日是由守丞厨处理Ｊ１［９］１、４、５、７、１０、１２六简，十日由守丞买处理６号简，

这七简都署名“儋手”，应由儋抄写存档。三十四年，阳陵县在整理存档时发现洞庭郡尉对这批文书没
有回复，按律应当继续追问，因此，他们就按整理时发现的存档的早晚进行追问。因为时隔一年多了，

怕洞庭郡尉不知为何事追问，故而应将存档文书抄录一份作为正文发出。但六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九
日的Ｊ１［９］１、１０两简却将“儋”书写的存档文书作为正文，“堪”和“纠”分别完成了三十四年的文字；七
月二十八日的Ｊ１［９］３、１２两简为又一书手所为，签署的是“堪”；八月一日、二日的Ｊ１［９］２、４、５、７、８、９、

１１七简为第三书手所为，签署为“堪”。这些文书陆续发送到洞庭郡尉处后，在三十五年四月初七由
嘉按照郡尉的意见作了记录，整批转发到迁陵县，迁陵县当作正文文本存档。如今我们所见到的这十
二简应该是这样来的，它既不是邢先生所推断的那样，也不是刘瑞先生所说的是政府部门为了某种目
的派出专门抄手（如：敬）特意抄成的辑汇本①。

很显然，嘉应是洞庭郡的书佐。正如我们在前文分析的，公文抄写时要照录此前已有的签署，一
个迁陵县书佐名签到了洞庭郡的处理意见后是不合规矩的，而且每一步处理环节都要伴随其执笔者
签署，迁陵县书佐的签署是不应该替换掉原有签署的。

另外，敬也不是迁陵县人，而是属于阳陵县的。根据转发公文要用原件的原则，这批公文的主体
部分（三十三年部分）应该是在阳陵形成的。阳陵守丞的上报和追问这两部分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执笔
签署，那么阳陵司空在最初发出这件公文时也应留下相应的执笔签署，这正好就是背面左下角的“敬
手”。可见敬是隶属于阳陵司空的一名办事人员，而不是迁陵县抄手。

从十简有“敬”的署名和十一简有“堪”的署名来看，显然和上述的图版笔迹不符。署名为“堪”的
简却分明显现出三个人的字迹，署名为“敬”却显现出两人的笔迹，简２和简１０的“敬”应为一人所书。

因此，有学者认为“某手”并不是书写者的名字，可能是专职文书工作之类的书佐人员②。确实，将“某
手”完全理解为抄写者恐怕有失偏颇。正如邢先生所说：“从行政程序看，某人签署和某人抄写意义并
不一样。签署意味署名负责文件的行政程序或文件的内容；抄手抄写则只是抄录誊写，除了抄誊上的
错漏，并不一定意味着要负担程序和内容上的责任。”看来，“某手”不能完全理解为文书的书写者，可
以理解为文书的经办者或责任者。一般情况下，责任者负责文书的书写，但有的时候，文书也可由其
他人代写而署上责任者的名字。

七　结　　语

通过前文的深入考察，我们可见，文书是秦代各层级政权行政的重要手段，既是传达军国政令、通
报行政执行情况的工具，又是开展行政工作的依据，具有法律凭证的作用，反映了秦朝的行政运作机
制和职能。

就里耶秦简来看，秦代县级基层政权公文的运转主要有四类：一是中央、郡下达到县的文书，其中
主要的是与郡之间的公文往来，执行上级的行政命令。二是在所辖境内发布的公文，实施行政管理。
三是向中央、郡汇报的行政报告，接受上级的审核和检查核对，如簿、籍和计。四是处理下属机构的上
行文书，做出行政批示。显然，随着秦的统一，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各地，县成为秦朝的基层政权组织，

在秦朝公文传播制度中处于最低层次，受到郡，甚至中央的制约。这种层级制的行政文书传播体系反
映了秦朝官僚政治的科层制。

秦朝官僚政治的科层制主要是由秦朝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所决定的。在地方实行郡、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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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区，县受控于郡，而郡又受控于中央，中央则实行君主专制。这样，就形成中央、郡、县的三级行政
管理体制。这种三层级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就决定了行政文书传播的层级。为了实施有效的政治治
理，文书成了最主要的手段和工具。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法律文书中，就有对文书传递作出严
格规定的《行书律》。当然，从我们前述来看，也可见秦代文书运作的严密和规范。因此，繁重的公文
往来、严格的公文程序构成了秦朝政治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秦朝行政运作的主要形式。
在里耶秦简中，秦迁陵县公文的主要处理者为丞或守丞。在丞或守丞下面有一群辅佐的书吏，他

们根据丞或守丞的处理意见来具体操作，或回复，或别书，或询问。同时，他们也负责公文的存档，有
的以原件保存，有的则需要誊录副本保存。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公文的处理机构。这个机构无疑是迁
陵县的权力中枢。其他如尉、各县曹以及乡成了执行机构。
一般情况下，秦县置有县令或县长，而丞、尉为县之长吏。但在里耶秦简中，却不见秦迁陵县令

长，却多见迁陵县丞或守丞。这说明在秦迁陵县的主官实际上是县丞。究其原因，应是秦在迅猛统一
六国的过程中，其官吏人才的储备没有跟上，导致一些“新地”吏员长期空缺。在岳麓秦简记载的律令
中，就有将在秦原统治地区犯有过失的官吏任为“新地吏”的条文①。这正是针对官吏缺乏而采取的
变通作法。
如今，里耶秦简正在整理公布，有关秦代基层政权行政运作的材料会逐渐被揭示，其学术研究价

值无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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